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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满铁农村实态惯行调查数据，对中国

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的根源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劳动参与在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１％，农户拥有的土地财产数量增加０．３％。进

一步分析可知，这种作用在南北方存在巨大差异，女性劳动参与仅对南方小

农家庭的财富积累具有重要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１％，农户拥有的土

地财富增加０．２％。本文认为，南北方地理禀赋所导致的农户经济结构差异

是女性的经济贡献存在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社

会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的地区差异及其根源，也对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的相

关研究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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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何实现性别平等一直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关
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促
进性别平等与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日益成为人类社会消除贫困、促进健
康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联合国将促进女
性地位提升和实现性别平等作为重要目标写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中。１就我国而言，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也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２截至目前，关于我国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虽
然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与考察（如李实，２００１；

李春玲、李实，２００８；贺光烨、吴晓刚，２０１５），但已有研究主要对当代我
国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对历史上性别差异的形成
及其演化过程的讨论不够充分，特别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小农家庭
女性的经济贡献等相关问题，在学界仍存在争议。

１．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ｖａｇｅｎｄａ／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ｓｈｔｍｌ，浏览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

２．例如，我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存在“消失的女孩”（Ｍｉｓｓ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的问题，即男女性别
比例失衡的现象（Ｓｅｎ，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５；Ｑｉａｎ，２００８）。世界银行２０１６年公布的数据显
示，在西欧国家，女性占总人口比例为５１．１％，而亚洲国家如印度和中国则分别为４８．１％和

４８．４％。

现有相关研究中，一方面有部分学者（如Ｂｕｃｋ，１９３７；Ｍａｎｎ，１９９２，

１９９７；Ｂｅｌｌ，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１９９９；Ｂｒａｙ，１９９７）认为女性的经济贡献十分有
限，即女性主要从事家庭辅助劳动，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劳动投入很
少。卜凯（Ｂｕｃｋ，１９３７）通过对全国２２个省、１６８个地区、３８　２５６个农户
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以女性在农业上投入的劳动时间作为其经
济贡献的度量，女性劳动投入仅占农业劳动总投入的２０％，而且这些
劳动投入主要在农忙时期以无报酬的形式出现。他认为女性的经济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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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很低，女性在家庭经济中仅起辅助作用。另一些学者（如 Ｍａｎｎ，

１９９２；Ｂｅｌｌ，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１９９９）也发现，虽然商业化、文化观念以及地方
风俗可能会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劳动参与程度产生影响，但女性的
经济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尽管女性也从事桑蚕业，以每天的劳动报酬
作为衡量标准，女性在桑蚕业获得的收入远远低于男性在农业生产上
带来的收入。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如Ｂｏｓｓｅｎ，１９９４，２００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ｔ，１９９５；李伯重，２００３；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肯定了妇女在传
统小农经济中的经济贡献。特别是近年一些学者（如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ｔ，１９９５；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通过系统化的实证研究发现女性的
经济贡献并不比男性低。例如，本杰明和勃兰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ｔ，１９９５）认为卜凯的数据仅限于农业生产活动，无法观测到女性
在副业以及家庭中的劳动投入，未能全面反映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
他们利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伪满洲国农业实态调查数据，以女性在家庭
中的人数衡量女性的经济贡献，识别以往未被观测到的女性家庭劳动，
间接考察我国东北地区农村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该研究发现女性
的经济贡献与男性基本相同，这表明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比传统观念
中更为重要的角色，东北地区农业高度商业化是影响女性经济贡献的
重要原因。这一观点也进一步得到其他研究的支持。龚启圣和李耀辉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利用民国时期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考察女性对
家庭的经济贡献时也发现，在民国时期商业高度发展的无锡乡村社会
中，女性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与男性相比并无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
度上肯定了女性劳动参与对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的经济贡献。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近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中

女性的劳动参与及其经济贡献的研究依然存在争议。导致这些争论的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虽然有不少学者 （如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ｔ，１９９５；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分别利用东北地区以及江南地区的
入户调查数据，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劳动参与及其经济贡献进
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但是研究仅对局部区域进行了考察，难以发现地
区间潜在的差异，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第二，尽管另一些学者
的研究（如Ｂｕｃｋ，１９３７）提供了宝贵的全国范围内的传统乡村社会女性
参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的信息，但研究仅限于基本的统计描述，缺乏系
统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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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
铁”）在我国华北和华东地区进行的农村实态惯行调查资料，试图从基
于不同地区地理禀赋的家庭经济结构出发，对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小农
家庭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地域差异的根源加以解释。

３．关于小农经济的起源，学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推广使一
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经营成为可能，小农经济由此形成（洪煜，１９９４）。另一种观点认为，个体
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钟振，１９８２；李根蟠，１９９８）。总体而
言，自春秋战国以来，小农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普遍模式。

４．相关考古研究表明，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小型住房遗址中，已存在独立的生产工具和粮
食等（李根蟠，１９９８）。

５．《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十八。

二、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小农经济及女性劳动参与

小农经济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生产模式，以家庭为
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具有生产规模小、独立分散、精耕细作、自给自
足、农副结合等特征（傅筑夫，１９８１；叶茂等，１９９３；李根蟠，１９９８）。小农
经济模式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
到个体家庭的形成（李根蟠，１９９８）。３在新石器时期农业产生之初，农
业生产主要采用以部落为生产单位的集体耕作方式。在原始社会末
期，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开始萌芽。４到夏、商、西周时期，

以小农经济为基本形态的生产方式已经普遍存在（李根蟠，１９９８）。随
着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大量应用，农业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个体
生产活动进一步发展，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迅速瓦解，小农家庭作为劳
动生产组织应运而生。此外，小农经济的确立除了与生产力发展高度
相关外，也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例如，春秋时期鲁国
“初税亩”政策的实施使土地所有制度发生改变，土地逐步从国有向私
有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使农民进一步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
（林甘泉，１９６３）。另外，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也与商鞅变法时期确立
的分家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商鞅变法时期，为了增强国力，秦
国一方面实施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等政策，另一方面采取鼓励农
户分家的措施，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
同室内息者为禁”。５这些措施将成熟的小家庭从父子兄弟大家庭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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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庭数量迅速增长。此后，汉武帝颁发推
恩令，规定“诸侯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
号”６。《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
三等”。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诸子均分财产继承制度在我国传统社
会中的确立。诸子均分财产继承制的确立导致土地零星分散严重，强
化了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劳动生产的小农经济形态（傅筑夫，１９８０；李
楠、甄茂生，２０１５）。

小农经济具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的基本特征
（李根蟠，１９９８）。由于土地经营日趋分散，加上封建社会赋税沉重、地
租剥削严重，农户单纯依靠土地难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因此不得不
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即耕织
相结合的生产结构，以增加家庭收入（傅筑夫，１９８１；彭泽益，１９８７；江太
新，２００５）。这种小农经济生产结构蕴含着男耕女织的家庭内部劳动分
工模式。传统农业主要采用人力或者畜力牵引犁进行农业生产，犁耕
需要较强的上肢力量，因此，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更有优势
（Ｂｏｓｅｒｕｐ，１９７０；Ａｌｉｓｅｎ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Ｈａｎｓ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７逐渐形
成了男性主要从事田地耕作，而女性从事以桑蚕业、纺织业为主的家庭
手工业的格局。这种以小农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的生产
方式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社会小农家庭最典型的劳动分工模式，也成为
我国人多地少背景下最有效的生产方式（吴承明，１９８５；徐新吾，１９８６；
李伯重，２００３）。

６．《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卷二十一。

７．波西亚普（Ｂｏｓｅｒｕｐ，１９７０）最早提出，性别不平等的差异根源于前工业时期传统农业实践
形式的不同。阿里森纳等学者（Ａｌｅｓｉｎ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验证了波西亚普的这一假说，发现一个
国家或民族地区历史上的犁耕生产方式与女性劳动参与、女性企业所有权、女性政治参与之
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汉森等人（Ｈａｎｓ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最新研究证明了犁耕使用的历史
对当前性别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时间与当前
女性社会地位和劳动参与之间的密切联系。

“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基本决定了我国传统社会小农家庭中男性
与女性的劳动参与，但这种家庭分工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一定的时
空差异性。正如吴承明（１９８５）所指出的，“男耕女织”是农民家庭内部的
自然分工，但这种分工并非存在于所有时期、所有地方，而且这一分工所
代表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农经济是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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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所
占的比例也相应发生变化。近代以来，一方面，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国
际市场对棉布、丝绸的需求不断增大；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发
生变动，土地价格大幅上涨，资本价格即利息率下降（王玉茹，１９９５），农业
生产集约化程度提高，小农经济生产商品化。在江南地区，棉花、桑蚕、

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出现“桑蚕压倒稻作”“棉作压倒
稻作”的势头。在上海周围的农村，“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一”；在
江苏南通一带，“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李文治，１９５７：４１８－４２２）。江
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棉纺中心和丝绸中心。农户过去以“耕”为主，农
业是收入的主要来源，“织”只是家庭的内职之事，是农户维持生计的补
充手段。“以织助耕”“以桑佐穑”，纺织业作为副业居于次要地位。因
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男性是家庭劳动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女性在生产
劳动中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彭泽益，１９８７）。随着桑蚕业、棉纺织业的劳
动生产率和劳动收益逐渐高于田地农作，桑蚕业、棉纺织业等家庭手工
业创造的收入超过农业，由副业向主业转变，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史建云，１９８７）。江南地区桑蚕业、棉纺织业等适合女性劳动的工作机会
增加，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为家庭带来了更多的经济贡献（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０；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有资料记载，江苏松江的女子“乡村纺织，尤
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
（李文治，１９５７：１０１）。“低下之区，遍栽稻麦；高埠之外，广植木棉。男子
尽力于耕耘，女子服动于纺织。……诚能于各家隙地多植桑株，秋冬之
际以纺纱为生，春夏之交以养蚕为业，外无游手之农，内无闲坐之女”（李
文治，１９５７：１０２）。在江南地区，乡村妇女通过从事以桑蚕和棉纺织为主
的家庭手工业，为家庭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因而在家庭经济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李伯重，２００３）。

从地理空间来看，近代我国北方小农经济依然以土地耕作为主。

尽管在近代商业化的冲击下，农户改种一些经济作物如棉花、大豆等，

但仍以耕地生产为主。小农家庭的经济结构之所以在南北地区存在较
大的差异，主要与气候、地势、土壤、河流等自然禀赋有关。华北平原地
区属于暖温带湿润或半湿润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夏秋高温多雨，春季
干旱少雨。全区０℃以上积温为４　５００—５　５００℃，１０℃以上活动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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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３　８００—４　９００℃，年无霜期２００—２２０天，可保证基本农作物两年三
熟或一年两熟。年降水量由淮河流域的８００—１　０００毫米，减少为黄河
下游的６００—７００毫米，再降至京津一带的５００—６００毫米，降水不均
衡，夏季降水可占全年的５０％—７５％，年相对变化率达２０％—３０％。

华北平原的海拔高度大多在１００米以下，主要是冲积扇平原地貌。土
壤主要为黄土、黄潮土，这类土壤肥力较高，土层深厚（吴松弟，２０１５）。

华北平原的河道流水量仅为长江流域的１／８至１／６，河道系统不足以
用于灌溉，灌溉以个别农户的小型水井为主（孙敬之，１９５７）。因此，华
北平原以旱作农业为主，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谷子、玉米、甘
薯、大豆、高粱以及棉花等（韩茂莉，２０１２）。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北方女
性由于其体力条件限制几乎不参加高粱和谷子的耕作，主要负责收割
大麦、采摘棉花以及手工纺织（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５）。

江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富，日照充足，年降雨量

１　１００—１　６００毫米，无霜期长达２３０至２５０天。根据地势高低分为沿海
沿江的高田地带、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和太湖平原地带。高田地带海拔
高度为４—６米，以砂质土壤为主，透水性强、保水性弱、含微碱性，河网
稀疏，适合种植耐旱并具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小麦等。低田地带海拔高
度在４米以下，以壤质粘土为主，湖网圩田地区土壤质地粘重，适宜种植
桑树。太湖平原地带海拔高度为２—５米，主要为水稻土，保水、透水性
良好，保肥、供肥能力较强，土壤肥沃，河流湖泊密布，水网密集，水面面
积约占平原面积的２８％，千亩以上的湖泊有１２８个（任美锷等，１９９９）。

江南地区农田水利灌溉便利发达，形成水旱作物相辅的生态系统，以水
稻、小麦为主的水旱轮作，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至三熟，同时发展桑蚕
业、棉纺织业、丝绸业、茶业等产业（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０）。在这种经济结构下，

小农家庭不仅存在“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模式，“夫妇并作”的男女同工
模式也较普遍。江南地区的女性不仅参加大田农作，与男子共同劳动，

还参与育蚕、采茶、摘棉花以及缫丝织布等活动（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０；王仲，

１９９５；李伯重，２００３）。在北方地区，尽管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妇女的劳
动参与也有所增加，但不论劳动量还是劳动强度都比不上江南地区的妇
女，北方妇女“不似南方村妇能服姘胝之劳也”（王仲，１９９５）。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南北方地理禀赋的差异导致小农家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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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比重的不同，影响了南北方家庭的劳动分工模式和女性的劳动参与

程度，进而影响了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这也为本文考察女性的

家庭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理论模型：女性劳动参与与小农家庭财富

为了进一步厘清本研究的问题及假设，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学入手
构建劳动市场模型，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小农家庭中不同性别的劳动力
投入，进而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财富的影响。在传统社会农
业生产技术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假设农户所关心的仅是家庭
劳动收入的最大化。这里将劳动收入主要分解为两部分：一是适合女
性劳动参与的行业所获得的收入，二是仅适合男性劳动参与的行业所
获得的收入。８

８．适合女性劳动参与的行业，主要指纺织业、桑蚕业、茶业等女性相比于男性具有一定优势
的行业；适合男性劳动参与的行业，主要是指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农田耕作等男性具有比较
优势的行业。

方便起见，这里的生产函数仅与劳动力投入这一种生产要素有关，

在存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小农家庭财富函数为：

Ｗ ＝Ｐ１Ｅ１Ｆθ１１Ｍ１－θ１１ ＋Ｐ２Ｅ２Ｆθ２２Ｍ１－θ２２ （１）

其中，Ｗ 表示家庭财富，Ｆ１、Ｍ１ 分别为从事适合男性劳动的行业的女
性劳动力和男性劳动力的人数，Ｆ２、Ｍ２ 分别为从事适合女性劳动的行
业的女性劳动力和男性劳动力的人数。Ｐ１、Ｐ２ 分别表示适合男性劳动
的行业和适合女性劳动的行业的产品价格。Ｅ１、Ｅ２ 分别表示适合男性
劳动的行业和适合女性劳动的行业的自然地理禀赋。θ１、θ２ 分别为适
合男性劳动的行业和适合女性劳动的行业的产出弹性，由于女性在适
合自身条件的行业中更有优势，因此θ２＞θ１。
由于小农家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数量是有限的，该农户女性劳

动投入量等于其投入到适合男性劳动的行业和适合女性劳动的行业的

劳动量之和，即Ｆ１＋Ｆ２＝Ｆ；同理，Ｍ１＋Ｍ２＝Ｍ。因此，带有劳动力投
入数量约束条件的小农家庭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为：

ｍａｘ　Ｗ ＝Ｐ１Ｅ１Ｆθ１１Ｍ１－θ１１ ＋Ｐ２Ｅ２Ｆθ２２Ｍ１－θ２２

ｓ．ｔ　Ｆ１＋Ｆ２ ＝Ｆ
Ｍ１＋Ｍ２ ＝Ｍ

·０４·

社会·２０１７·４



因此，构造拉格朗函数为：

Ｌ＝Ｐ１Ｅ１Ｆθ１１Ｍ１－θ１１ ＋Ｐ２Ｅ２Ｆθ２２Ｍ１－θ２２ －λ１（Ｆ１＋Ｆ２－Ｆ）

－λ２（Ｍ１＋Ｍ２－Ｍ）
（２）

　　分别对Ｆ１、Ｆ２、λ１、λ２ 求一阶偏导得到：

Ｌ
λ１ ＝θ１

Ｐ１Ｅ１Ｆθ１－１１ Ｍ１－θ１１ －λ１

Ｌ
λ２ ＝θ２

Ｐ２Ｅ２Ｆθ２－１２ Ｍ１－θ２２ －λ２

Ｌ
λ１ ＝

Ｆ１＋Ｆ２－Ｆ

Ｌ
λ２ ＝

Ｍ１＋Ｍ２－Ｍ

　　根据最优化条件，（３）式成立：

Ｆ１／Ｆ２
Ｍ１／Ｍ２ ＝

（１－θ１）
（１－θ２）

·θ１
θ２

（３）

从（３）式可看出，Ｆ１／Ｆ２、Ｍ１／Ｍ２ 是女性和男性分别投入到适合男性劳
动的行业和适合女性劳动的行业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比重。因此，当

θ２＞θ１ 时，Ｆ１／Ｆ２＜Ｍ１／Ｍ２，表明女性劳动力相比于男性劳动力将更多
地投入到适合女性从事的行业。
根据以上均衡条件得到女性劳动力投入的最优化解为：

Ｆ２ ＝ １
１－δ

· Ｆ－ ε１／（θ２－θ１）

δ（１－θ２）／（θ２－θ１（ ）） （４）

其中，δ＝
（１－θ２）
（１－θ１）

·θ１
θ２
，ε＝θ１θ２

·Ｐ１
Ｐ２
·Ｅ１
Ｅ２

可以看出，当Ｅ１／Ｅ２ 变小，Ｆ２ 会增大，即当适合女性劳动参与的行
业比适合男性劳动参与的行业的自然条件更好时，女性劳动力会更多
地投入到适合女性劳动参与的行业。由此可以得出本文的推论：受地
理禀赋影响的当地的生产要素决定了农户的经济结构，是否存在适合
女性劳动的行业决定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影响了女性对家庭的
经济贡献。

四、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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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简称“满铁”）在我国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进行的农村实态惯行
调查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９满铁调查与同期的其他农业调查相
比具有调查范围较广、内容信息全面等特征。１０满铁调查不仅在调查范
围上包括华北、华东等不同地区农户的家庭信息，而且在调查内容上涉
及家庭结构、土地占有、生产方式、农副业等方面的信息，内容翔实可
靠，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１１华北调查主要是满铁天津事务所对冀东
农村的实态调查，包括河北省顺义县和栾城县两县农户的基本情况；华
东调查则是满铁上海事务所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的农村实态调查，
主要涉及华东地区的嘉定、常熟、无锡、南通、松江等县的农户信息。

９．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１９５２—１９５８）：《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六卷）。满铁上海事务所
调查室（１９３９、１９４０、１９４１）：《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江苏省南通县实态调查报
告书》《江苏省松江县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江苏省常
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１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的农村调查兴起，代表性的有金陵大学卜凯组织的农村调查、陈翰
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农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费孝通的
农村调查等。其中，卜凯的农村调查规模较大、范围较广，涉及２２个省３８　２５６家农户，但调
查内容偏重生产和技术，难以反映农村家庭的经济社会关系。其他调查范围较小且信息有
限，如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关于民国时期调查数据的更多评价可参阅陶诚（１９９０）、侯建新
（２０００）的研究。

１１．如马若孟（Ｍｙｅｒｓ，１９７０）利用满铁华北调查资料研究中国河北和山东的农民经济问题；杜
赞奇（Ｄｕａｒａ，１９８８）利用满铁华北调查资料研究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黄宗智
（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利用满铁华北和华东调查资料研究我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
和乡村发展，他评价道：“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
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
社会的有关资料。”勃兰特（Ｂｒａｎｄｔ，１９９５）利用满铁在东北的调查数据对女性的经济贡献进行
了实证研究。

表１给出了本文所用样本的基本统计描述。从表１中可以看到，
根据满铁调查提供的信息，南北两个地区共有５３３户作为样本，其中，
北方地区有２０２户，南方地区有３３１户。从农户的家庭人口和劳动力
特征来看，全样本中户均４．７１人，其中北方家庭平均人数为５．３７人，
南方家庭平均人数为４．３１人，北方家庭人口规模略大于南方。这与同
时期卜凯（Ｂｕｃｋ，１９３７）的农村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一致，在卜凯的
调查中，北方家庭平均人数为６．５０人，而江南无锡等县家庭平均人数
为４．４０人。从家庭劳动力规模来看，全国家庭劳动力平均为１．９５人，
劳动力占家庭人口的比重为４６．２２％。其中，华北地区户均劳动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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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人，占家庭人口的比重为３２．２３％；华东地区户均劳动力为２．２０
人，占家庭人口总数的５４．７６％，南方家庭劳动人数明显高于北方。从
女性劳动力数量来看，就南北地区的全样本而言，户均女性劳动力为

０．９３人，占家庭劳动力的比重为４５．５３％。户均女性劳动力在南北方
存在较大差异：北方农户女性劳动人数平均为０．７１人，占家庭劳动力
总数的４３．２９％；南方农户家庭女性劳动人数平均为１．０６人，占家庭劳
动力总数的４６．８９％。可以看出，南方家庭女性劳动人数明显高于北
方家庭。

１２．土地市场规模指该地区平均租入土地规模与全村土地规模的比重。

表１：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全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北方

均值 标准差

南方

均值 标准差

Ａ．家庭人口及劳动力情况

　家庭规模（人） ４．７１　 ２．５０　 ５．３７　 ３．１６　 ４．３１　 １．８９

　劳动力规模（人） １．９５　 １．３０　 １．５５　 ０．９５　 ２．２０　 １．４３

　男性劳动力（人） １．０２　 ０．７４　 ０．８４　 ０．６５　 １．１４　 ０．７７

　女性劳动力（人） ０．９３　 ０．８１　 ０．７１　 ０．４９　 １．０６　 ０．９４

　劳动力比重（％） ４６．２２　 ２９．４１　 ３２．２３　 １９．８４　 ５４．７６　 ３１．００

　女性劳动力比重（％） ４５．５３　 ２５．７１　 ４３．２９　 ２１．４４　 ４６．８９　 ２７．９４

　男性劳动力比重（％） ５０．３９　 ２６．１１　 ４６．９１　 ２２．２９　 ５２．５２　 ２８．０１

　是否有雇佣劳动（是＝１） ０．５４　 ０．５０　 ０．４１　 ０．４９　 ０．６１３　 ０．４８８

　是否有被雇佣劳动（是＝１） ０．４１　 ０．４９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５２３　 ０．５００
Ｂ．土地情况

　拥有土地规模（亩） ６．２３　 １０．６８　 １１．６０　 １４．３９　 ２．９６　 ５．４２

　租入土地规模（亩） ４．６１　 ９．１９　 ７．６３　 １３．６０　 ２．７７　 ３．７９

　使用土地规模（亩） ９．２８　 １３．６９　 １５．９８　 １９．２７　 ５．１９　 ５．６３

　户均土地规模（亩）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１９　 ０．４６　 ０．８９

　土地市场规模（％）１２　 １１８．１２　 １．２９　 ７２．８０　 ０．３７　１４５．７９　 １．５５

　适合女性劳动的地理禀赋程度（是＝１） ０．１２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９９　 ０．３６　 ０．４８
Ｃ．村落情况

　村落规模（户） ８５．８５　 ３１．０６　１１２．４５　 ３２．１０　 ６９．６３　 １５．１８

　村落基尼系数 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９

　宗族规模（户） １７．２８　 １５．７３　 ２３．６２　 １８．４１　 １３．４１　 １２．３５

　宗族比重（％） １９．４３　 １５．０１　 １９．７５　 １２．５５　 １９．２３　 １６．３４
样本量 ５３３　 ２０２　 ３３１

　注：根据满铁在华北和华东地区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及农村实态调查报告
资料整理得出。

·３４·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决定因素



　　表１还提供了土地市场以及村庄特征等重要信息。从农户拥有的
土地面积来看，北方家庭平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为１１．６０亩，而南方家庭
平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为２．９６亩。就农户使用的土地面积而言，北方家
庭平均使用的土地规模是南方家庭的两倍多，其中北方家庭为１５．９８
亩，南方家庭为５．１９亩。就户均土地规模而言，南方家庭为０．４６亩，
高于北方家庭的０．１２亩。以上土地特征决定了北方地区小农家庭的
收入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从事种植业，而南方地区的小农家
庭土地较少，更多地发展副业以提高家庭收入。

（二）实证策略
本研究的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ｗｅａｌｔｈｉ＝α＋βｆｅｍａｌｅ＿ｌａｂｏｒｉ＋γＸｉ＋εｉ （５）
其中，ｗｅａｌｔｈｉ表示家庭ｉ的财富。由于研究所用的调查数据缺乏直接
体现农户家庭财富的数据，因此，本文采用与农户家庭财富高度相关的
土地财产，即农户拥有的土地数量，作为小农家庭的财富拥有量。１３原
因在于，在传统社会，土地与房产是小农家庭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中国
传统社会分家的主要内容。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意味着财富越
多。在方程（５）右边，ｆｅｍａｌｅ＿ｌａｂｏｒｉ 为小农家庭ｉ的女性劳动力占全
体劳动力的比重，Ｘｉ为一系列与小农家庭财富相关的控制变量，主要
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村落特征两类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
口规模、家庭劳动力规模、土地租佃情况等；村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村
内宗族人口规模、村落人口规模、村内户均土地数量等。１４最后，α、β、γ
为待估计系数，εｉ为随机干扰项。

１３．以土地来衡量农户家庭财富已经是众多学者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普遍做法
（如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ｔ，１９９７；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１；Ｌｉ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７等）。

１４．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规模是影响女性对家庭经济贡献的主要因素，各地区贫富差距
的大小、村落大小以及宗族势力是影响经济贡献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把家庭规模、劳动
力规模、是否有雇佣劳动、是否有被雇佣劳动、各县户均土地规模以及村落规模、宗族比重等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

五、实证结果

（一）ＯＬＳ初步回归结果
首先，表２的 Ｍ１至 Ｍ３是包括华北和华东地区所有样本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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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其中，Ｍ１给出了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
表明，女性劳动参与比重与农户家庭拥有的土地财富之间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女性劳动参与比重每增加１％，农户家庭的土地
财富增加０．４８％。但是，初步回归结果可能受到一系列与农户家庭财
富相关的其他变量的影响，为减少缺失变量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影响，随
后的 Ｍ２和 Ｍ３分别加入了家庭特征与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研究
发现，一系列与家庭财富相关的农户特征与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加
入模型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女性劳动参与比重每增加１％，农户的
土地财富增加０．３２％。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自然地理条件差
异巨大，这可能导致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存在南北差异。为了考察
南北地区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南北地区的虚拟变量，通过
南北地区的虚拟变量与女性劳动参与比重的交互项来识别是否存在南

北地区差异。模型结果中这一交互项显著，表明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
的经济贡献在南北方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表２的 Ｍ４至 Ｍ９分别考察了南方和北方地区女性对家庭的经济

贡献，探讨女性经济地位的地区差异。Ｍ４至 Ｍ６的估计结果表明，在
南方地区，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财富的增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在
控制了家庭人口规模、村落规模、宗族规模、户均土地规模以及劳动市
场、土地市场等一系列变量后，该影响依然十分显著。回归系数表明，
女性劳动参与比重每增加１％，农户的土地财富增加０．２０％。然而，北
方地区女性的劳动参与对家庭财富的回归结果与南方地区有显著的不

同（见 Ｍ７至 Ｍ９）。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Ｍ７），北方地区女性的劳
动参与对农户的土地财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随后的 Ｍ８和 Ｍ９
中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这种影响不再显著。以上回归结果表
明，就全国而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的确对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起
到了积极作用，但女性对小农家庭的经济贡献存在地区差异：在我国北
方地区，女性的经济贡献不明显；在我国南方地区，女性对小农家庭的
经济贡献较大。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女性的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财富影响的更加稳健的估计

结果，将被解释变量小农家庭拥有的土地财富替换为小农家庭的经济
身份。由于农户的经济身份与其土地财富具有高度相关性，即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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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越高，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越多。因此，本文认为小农家庭的经济身
份也是一个较好的度量小农家庭财富的变量。根据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
政府土地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按照农户的土地占有情况，将其分为地
主、自耕农、佃农及雇农四类。１５从全国数据来看，自耕农所占的比重最
高为３９％，佃农和地主分别为２９％和２２％，雇农仅占１０％。分地区来
看，自耕农所占的比重仍是最高，南方自耕农占农户总量的３９％，北方
自耕农占农户总量的４１％。地主和佃农的比重在南北地区差异较大：
北方地主比重高达３０％，南方地主仅占１６％；南方佃农所占的比重高
达３５％，北方仅为１９％。就雇农而言，南北地区无显著差异，均占

１０％。

１５．根据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的划分，“地主”主要是指
拥有较多土地并将土地出租以收取地租而生活的人；“自耕农”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并依靠自己耕
种生活；“佃农”则拥有很少土地或者没有土地，主要靠租用土地耕作生活；“雇农”主要靠出卖劳
动力生活。此外，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根据土地占有状况，陈独秀也将农户划分为四类十等。

表３给出了采用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
庭经济身份影响的估计结果。与表２类似，Ｍ１至Ｍ３给出了包含南北
方的全样本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女性劳动参
与比重的增加均对农户的经济身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表

２的回归结果影响一致。表３的 Ｍ４至 Ｍ９分别是南北方女性劳动参
与对当地农户经济身份影响的估计结果。Ｍ４至 Ｍ６的回归结果表
明，华东地区女性劳动参与比重的增加对当地农户经济地位的提高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在控制了家庭、劳动市场、宗族以及村落等变
量以及地区的固定效应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与华东地区不同，Ｍ７
至 Ｍ９对华北地区女性的劳动参与与小农家庭经济身份的关系进行了
分析，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身份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
华东地区具有显著差异。
尽管本文在表３讨论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小农家庭经济身份之间的

关系，但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情形，即社会经济阶层越低的家庭越需要更
多的女性参与劳动，而社会经济阶层越高的家庭，女性参与劳动的人数
越少。黄宗智（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０）在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家庭时发
现，贫穷家庭的女性参加的劳动更多，如果家庭足够富裕，家庭中的女
子是不用外出劳作的，可选择赋闲在家。因此，分析不同经济身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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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财富的影响尤为重要。表４给出了家庭经济身
份不同的女性其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财富影响的分析结果，其中表４
的 Ｍ１至 Ｍ４是家庭经济身份不同的女性其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的经
济贡献的全样本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雇农、佃农及地主家庭中，女
性的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的经济贡献不显著；只有在自耕农家庭中，女
性劳动参与的增加对农户土地财富的增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女性
劳动参与比重增加１％，农户的土地财富数量增加０．０７５％。Ｍ５至

Ｍ８是南方不同经济身份的小农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贡献
的分析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华东地区女性的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的
经济贡献与全国相似，即只有在自耕农家庭中，女性的劳动参与越多，
小农家庭的土地财富越多，女性劳动参与比重每增加１％，自耕农家庭
的土地财富增加０．０３４％。与华东地区相比，北方地区除地主家庭外，
小农家庭女性的劳动参与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均没有显著影响（Ｍ９至

Ｍ１１）；而在经济身份为地主的农户中，女性劳动参与比重上升，土地财
富减少，这恰恰表明越是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越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的
可能（Ｍ１２）。综上所述，虽然从全国来看，女性的劳动参与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小农家庭土地财富的增加，但这一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经
济身份的家庭中存在差异。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土地财富的影响主要
来自自耕农家庭，而且这一影响机制在南方地区表现的更加显著。

六、近代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的机制考察

通过以上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小农经济中女性对家庭财富的积累具
有显著的贡献，但在南北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影响地区之间小农
家庭中女性经济贡献的机制是什么呢？本文将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女性劳动力之所以会对家庭财富积累起到重要作用，小农家庭内

部的经济构成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中国南北地区的差异而言，
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年降雨量为１　１００—１　６００毫米，年无霜
期长达２３０天至２５０天，而且地势低平或为丘陵，湖泊众多，水网密布，
水面面积约占平原面积的２８％（任美锷等，１９９９）。因此，南方农业生
产以水田为主，适宜种植水稻、棉花、黄麻、桑叶、茶叶等，在小农经济中
发展出较为适合女性从事的纺织业、桑蚕业和茶业等农副业。女性可
以通过参与这些生产活动，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中国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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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相对寒冷干燥，降水较少且不均衡，夏季降水可占全年的５０％—

７５％，年相对变化率达２０％—３０％（吴松第，２０１５）。此外，华北平原的
河道流水量仅为长江流域的１／８至１／６，河道系统不足以用于灌溉，灌
溉以个别农户的小型水井为主（孙敬之，１９５７），故多为旱作农业，主要
种植小麦、棉花等农作物。这些生产活动时常需要较重的体力投入，而
女性在此方面并无优势，因此女性的劳动参与较少。
这一推论也与卜凯（Ｂｕｃｋ，１９３７）所做的田野调查相一致。他发现在

南方的长江稻麦区，女性承担１９．１％的农活，而在北方地区女性只承担

８．５％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差异在桑蚕区更为突出，例如浙江嘉兴地
区的女性承担了２４．１％的农活，而在无锡这一比例高达３７．３％。因此，

本文假定，我国南北地区的地理禀赋差异是导致地区间女性经济贡献存
在差异的重要原因。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地区间小农家庭内部经
济结构的不同，而这种经济结构的差异最终导致女性经济贡献的不同。

关于地理禀赋对女性经济贡献的影响，相应的实证结果在表５给出。

１６．本文根据满铁在华东地区的调查资料构建了地理禀赋是否适合女性参与劳动的虚拟变
量，主要根据当地是否存在桑蚕、土布、手工纺织业来判断。将适合女性劳动参与的地理禀赋
设定为１，不适合的设定为０。

首先，表５面板Ａ给出了包括华北和华东地区农户全样本的估计
结果。面板Ａ的 Ｍ１和 Ｍ２分别揭示了地理禀赋、女性劳动参与率与
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之间的关系。其中 Ｍ１是地理禀赋与小农家庭女
性劳动参与率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为０．１２４，表明如果当地地理禀赋
适合女性参与劳动，１６女性的劳动参与比重将上升０．１２％。从 Ｍ２中
女性劳动参与比重与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之间的关系来看，女性劳动
参与比重每增加１％，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将增加０．３２％。最后，为考
察地理禀赋对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是否成立，

在 Ｍ３中我们同时加入女性劳动参与比重、地理禀赋是否适合女性参
与劳动的虚拟变量。Ｍ３的回归结果表明，尽管女性劳动参与比重、地
理禀赋是否适合女性劳动这两个虚拟变量均统计显著为正，但比较

Ｍ２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当加入地理禀赋变量后，女性劳动参与比重
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这表明女性对家庭土地财富的影响一部分可以
被地理禀赋这一变量所解释。因此，地理禀赋的确可以作为解释小农
家庭女性经济贡献的一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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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全国数据存在南北差异问题，地理因素差异体现的可能
是南北之间的地区差异，而非适合女性劳动参与的地理禀赋差异。为
此，在表５面板Ｂ中，研究进一步利用仅包含华东地区农户的小样本

表５：地理禀赋对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影响的回归结果

面板Ａ：全样本（包含南方和北方地区）

被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比重（％）拥有土地数量（ｌｏｇ）拥有土地数量（ｌｏｇ）

Ｍ１ Ｍ２ Ｍ３
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参与比重（％） ０．３２２＊＊＊ ０．２７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７）

　适合女性劳动的地理禀赋（是＝１） ０．１２４＊＊ ０．２６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１２）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村落特征 是 是 是

　村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 ０．７７０＊＊＊ －３．６４９＊＊ －３．５７６＊＊

（０．１９３） （１．０１７） （１．００６）

样本量 ５３３　 ５３３　 ５３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２８　 ０．７３０　 ０．７３５
面板Ｂ：小样本（仅包含南方地区）

被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比重（％）拥有土地数量（ｌｏｇ）拥有土地数量（ｌｏｇ）

Ｍ１ Ｍ２ Ｍ３
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参与比重（％） ０．２０４＊＊ ０．１４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０）

　适合女性劳动的地理禀赋（是＝１） ０．１２３＊ ０．２８０＊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１）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村落特征 是 是 是

　村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 ０．６４２　 ５．０３８　 ４．８５２
（０．４３２） （３．３２５） （３．２７７）

样本量 ３３１　 ３３１　 ３３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４７　 ０．７３５　 ０．７４８

　注：１．控制变量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劳动力规模、是否有被雇佣和雇佣劳动、
租入土地规模和使用土地规模；２．村落特征包括户均土地规模、村落规模、宗
族比重；３．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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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地理禀赋与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的关系进行考察。面板Ｂ
的估计结果表明，仅包括华东地区农村的小样本数据的估计结果与此
前面板Ａ的估计结果一致，均发现当同时控制女性劳动参与比重以及
适合女性劳动的地理禀赋后，女性劳动参与比重的估计系数与此前未
加入地理因素的估计系数相比有所下降。这再一次证明了如果自然禀
赋适合更多的女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女性对小农家庭的经济贡献会
相应提高。

七、结束语

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小农家庭中女性的经济贡献问题，现有研
究依然存在争论。一些学者（如Ｂｕｃｋ，１９３７；Ｍａｎｎ，１９９２，１９９７；Ｂｅｌｌ，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１９９９；Ｂｒａｙ，１９９７）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主要从事家务
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很少，因此认为女性的经济贡献十分有
限；而另一些学者（如Ｂｏｓｓｅｎ，１９９４，２００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ｔ，１９９５；
李伯重，２００３；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认为在传统的小农家庭中，通过经
济分工女性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贡献。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厘清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利用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满铁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对此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小农家庭中，女性的劳动参与在小农

家庭的财富积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１％，农户
拥有的土地财富增加０．３％。但是，这一结果在南北地区存在较大差
异：南方小农家庭中女性劳动力对家庭财富积累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１％，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增加０．２％；而在北
方地区此影响较弱。本文认为，南北地区的气候、土壤、地势、河流等自
然禀赋的差异是导致农户经济结构具有差异的重要原因，而经济结构
的差异是影响地区间女性经济贡献的根源。
本研究丰富了关于女性的经济贡献以及社会地位的研究，对中国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中女性的劳动参与以及经济贡献问题进行了系

统的考察，弥补了现有研究在样本地域选择以及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本文提出了基于地理因素的“要素禀赋”假说，揭示了我国南北地区女
性对小农家庭经济贡献差异的地理基础，为地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
究进一步提供了实证证据（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２００７；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ａｎｄ　Ｆｏｇ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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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
以往学者如黄宗智（１９８５，１９９０）、李伯重（２００３）等的研究。本研究虽然
肯定了地理禀赋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经济贡献以及性别观念的影响，但
并不意味着这一影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
调整以及地理禀赋优势的相对改变，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会
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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